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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朝定海北洋督巡渔汛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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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督巡渔汛是中央政府在每年渔汛期间，派遣水师官兵前赴渔船网捕地点，对渔民作业进行监督和巡

护的政策。作为清政府针对渔汛期的重要海洋治理政策，于定海北洋区域每年黄鱼汛期间得到规范化施行，

并在较长时段内保持着 “形变核不变”的特点。该政策在 “安民”与 “扰民”两端发挥着社会影响，折射

出清政府海洋治理观念的滞后。以军事化的巡洋政策来管理渔汛这一经济活动，限制了国家向海洋探索的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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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时期中央政府海洋管理政策是历史学界
较为关注的主题。自近代以来兴起的中国渔业史

研究［１－２］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杨国桢举起中国海

洋史研究的大旗，再到之后杨国桢及其他学者基

于海洋社会经济史不断尝试拓宽中国海洋史研究

的新领域［３－４］，最终至二十一世纪初包茂红号召

进行中国海洋环境史研究的新开拓［５－７］，国家视

域中的海洋形象以及海洋空间中的国家角色，正

是在这不断推进的中国渔业史和海洋史研究中逐

渐得以清晰、完善及其深化。但受制于资料的零

散匮乏，学界关于渔汛的研究散落于上述的论著

和论文中，缺乏对渔汛这一重大海洋现象与渔业

活动的系统性论述。督巡渔汛政策作为清政府最

直接的对于中国沿海渔汛活动管理的具体体现，

更鲜被前人所提及与探究。本文尝试以中国第一

历史档案馆馆藏相关奏折为依据，在前人的基础

上对此制度进行梳理，从中透视国家与海洋、渔

汛活动之间的交织关系。

一、监督与巡护：道光朝督巡渔汛政策

督巡渔汛政策是中央政府在每年渔汛期间，派

遣水师官兵前赴渔船网捕地点，对渔民作业进行监



督和巡护的政策。定海北洋每年春夏间黄鱼汛届

期，浙江提督务须亲身赴洋作为表率，督饬下属实

力巡缉。道光年间，清政府已能实现该项政策在渔

汛期间有条不紊地从中央向地方落实，并及时畅通

地从地方向中央反馈，折射出政策实施逐渐趋于

规范。

该政策的规范性表现在：其一，职责固定。

就定海北洋这一区域而言，春夏之际黄鱼汛期间

的巡洋职责逐渐统一到浙江提督任上，成为浙江

提督这一官职每年必须履行并上奏的重要政治任

务。即便偶有定海总兵或温州总兵代行赴洋的特

殊情况出现，清政府也会委署其浙江提督的头

衔，以体现中央政府对督巡渔汛的重视。其二，

奏报定时。浙江提督每年于四月上旬左右起程前

上报奏折奏报出洋督护渔期起程日期事，至返程

回营后再上奏折奏报渔期竣事回署日期反馈海洋

情形，中间历时大概一月有余。从地方到中央的

奏折奏报定时有常，且道光皇帝均有朱批阅览。

概而言之，以地方长官亲身赴洋督饬的形式凸显

中央政府的关重与意志，以格式化的奏报反馈畅

通上传下达的渠道。

在定海北洋每年自立夏起夏至止的黄鱼汛到来

之前，浙江提督会开始着手准备巡洋事宜。其一，

在提督亲自赴洋前派遣官兵巡察，除轮派二班官兵

先行总巡外，饬令都司、守备、千总等带领员弁进

行分巡与随巡，在渔汛洋面形成往来巡逻之势。①

其二，交待其亲自出洋督护渔期期间，提督衙门应

办事宜除紧要事件 （包封送洋处理）外暂由标下

署中军参将处理，以便地方机构能够正常运转。②

在提督布置巡洋事宜的同时，各地渔民经各汛口员

弁查验出口，所持照票与本人年貌籍贯相符才得以

放行，前往渔汛洋面网捕。③

做好准备工作之后，提督便亲率舟师前往渔

船采捕各洋面，督率指挥各帮兵船往来巡缉。巡

洋舟师遍及定海、黄岩、温州等镇属洋面，涉历

闽浙两省海域，或分或合，以期弹压保护。早在

乾隆年间，江南苏松水师总兵陈奎就对其渔汛期

间巡察之法作过详细阐述，可以将其作为参照：

“复饬添派随巡小哨船六只及委巡 船四只，并

驻巡羊山小哨船二只，共船一十二只分作两翼，

在于东西洋面梭织巡游。每十日倒换一次，互为

声援，日则施炮扬威，夜则鸣金示警”④。从其中

看来，主要派遣水师员弁呈两翼之势，分别在东

西洋面交叉往来巡察，日施炮，夜鸣金，阵仗浩

大，力图通过构建起严密的巡察网络让渔汛期间

盗贼无所遁形。而前来网捕的渔民则按要求依次

编号船照，并且给一统单，根据地缘关系使一邑

之船汇成一帮营汛，至捕鱼处所后， “昼则听其

四散，夜则傍汛宿歇”［８］。

然后，浙江提督会登上闽浙两省洋面重要据点

（如禁山、岛辡等）进行巡察。早在康熙年间，浙

江督抚便注意到，“夏秋渔汛之期，闽浙渔船聚集

网捕，而无业穷民多有潜赴此山 （指大衢山）搭

厂”［９］。浙东洋面多辖天然岛辡山屿，或有渔民网

捕间隙歇船停泊，或有沿海民众赴岛上搭厂开垦。

康熙年间，清廷恐放任沿海民众在山屿岛辡之间任

意活动，会招致海盗混迹其中、奸民趁势作乱，因

此严格限制，禁止前往。至乾隆年间，清政府放松

限制，前往者核定身份后颁给腰记 （或称印票），

以便查证。总兵巡防渔汛时会饬令下属员弁分别前

往各澳，查点厂头、网户、佣工、
"

业人等是否合

法持有腰记，以及是否存在搭寮私张等情事，不放

过渔汛期间网捕洋面的任何一个死角。⑤ 道光年

间，虽禁捕区域日渐缩小，但此项规定犹存。如萧

福禄就于道光七年 （１８２７年）督护渔汛时亲赴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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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一年五月十三日，江南苏松水师总兵陈奎 《奏报督巡渔汛及麦秋雨水情形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藏，档号：０４－０１－０１－０３５３－０１４。
道光元年四月初十日，署理浙江提督沈添华 《奏报出洋督护渔期起程日期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

０４－０１－０１－０６１４－０３２。
乾隆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福建巡抚吴士功 《奏为参酌例案立法稽查渔船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

号：０４－０１－０１－０２４４－０１１。
乾隆四十年六月初二日，江南苏松水师总兵陈奎 《奏为督巡渔汛多麦秋雨水情形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藏，档号：０４－０１－０１－０３３４－０２２。
乾隆四十年六月初二日，江南苏松水师总兵陈奎 《奏为督巡渔汛多麦秋雨水情形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档号：０４－０１－０１－０３３４－０２２。



田禁山区域查勘，确认 “均属荒草，并无人迹”，

并前赴黄岩、温州二镇属边界各岛辡进行巡视。①

最后，在提督亲赴洋面巡视完毕，即将返营

时，其会再三饬令各水师官兵继续实力巡缉，务须

加强日常巡洋工作，不可懈怠废弛。针对督护渔汛

期间各官兵员弁的巡察行为，提督会在上奏中提出

视具体情形进行奖惩。海上风涛不定、危险性高，

对于巡洋官员因公殉职的情形，清政府也给出了优

越的善后条件：“查定例官员因公差委在大洋大江

遭风漂没，身故者照本官应升品级加增，并荫一子

入监读书，六月期满候铨”②。最重要的是查询该

年渔民渔汛最终收获并浙省沿岸一带禾苗收成与粮

价情况，判断沿海民众是否安业，及时上报中央。

待渔期已毕，饬令各水师官兵督护网捕渔民各自返

回原籍，毋许渔民在洋面逗留。待洋面清净，至此

督巡渔汛工作才圆满完成。

在正常情况下，这一时期定海北洋的督巡渔汛

事宜，均在浙江提督的组织下有条不紊地进行，巡

缉有法，奏报有时，驾轻就熟的行事步骤折射出该

政策的规范与成熟。每年春夏之交，当闽浙二省渔

船云集此地时，水师员弁早已在洋面上往来巡缉，

以保渔汛无虞了。

二、形变核不变：渔汛巡洋与清政府海洋观念

从道光朝延展到整个清时期，该政策在清代的

变动总体上存在 “形变核不变”的特征，政策背后

体现的清廷海洋治理观念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

态，指向维护帝国海疆的安全。虽说沿海民众对于

海洋的探索与要求在不断冲击着国家海洋政策的管

控，但是从国家视域的角度来说并不主动促成这种

变动，国家意志由此强加于海洋空间与沿海地方社

会之中。因此，有清一代一直在对督巡渔汛政策在

力所能及的管控范围内加以贯彻和执行，除了外力

的强力打破、或清廷自主地结合实际情形对该政策

加以适当的调整，但随即之后均会迅速恢复督巡渔汛

的常态。这就形成了一个规范、扰乱与恢复的循环往

复的过程。笔者试图以鸦片战争和光绪朝推行的渔团

政策为例来论述督巡渔汛政策在这两方面的变动。

清廷对海洋安全的维护往往面临着来自 “内

寇外夷”的冲击。但海上的盗匪作乱远远达不到

对清帝国组织的督巡渔汛加以强力破坏的程度，除

非是战争的强烈冲突才能打乱清政府督巡渔汛的巡

逻节奏与按期奏报。以道光二十年 （１８４０年）为
界，道光朝督巡渔汛政策明显地分为前后两期。前

期承接乾隆朝的旧有政策按期循例奏报，后期则因

鸦片战争之故出现了变动和干扰。道光二十年

（１８４０年），约在浙江提督祝廷彪督巡事毕返营后
的一个月，英军攻陷定海县，次年二月又交还定

海，猝至八月再复占领定海［１０］，定海在鸦片战争

之中两度沦陷。定海以丰富的渔业资源闻名，同时

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也深受英人觊觎。在战略上，占

据定海及所属的整个舟山不仅可以连接中国东部南

北洋面，而且还可经由长江将触角深入内地。所

以，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之时，其外相巴麦尊多次在

训令中要求远征军占领舟山，英人企图让定海区域

成为东西方军事碰撞的前沿阵地。［１１］在战乱、流亡

与疫病笼罩下的定海渔业由此遭受到了不小的打

击。但是，清政府并没有采取在战争期间封闭港

口、禁止沿海商民捕鱼贸易的做法。 “前据海龄

奏，清将沿海通商各码头暂闭，当降旨令伊里布、

裕谦议奏，旋据伊里布奏，拟一律封闭。朕即觉，

所议窒碍难行，降旨驳斥。兹据裕谦奏，封港之

议，徒有碍于本分商渔，而于杜绝接济，仍未得要

等语，所见极是。沿海商渔各码头，著仍照旧准商

民往来贸易，毋庸封港，并严饬文武员弁，于商渔

船只出入，实力稽查。如有匪徒透漏消息，接济该

夷米粮硝磺等物，即著惩办，以顺舆情而杜勾

结。”［１２］３１６由此可见，战争期间沿海渔业及贸易并

没有完全停止，清政府依旧遵循了其开放海禁、严

格管理的海疆管理模式。在此情境之下，１８４１年
的黄鱼汛在战争的阴云下按期到来。夹在定海两次

沦陷之间的渔汛网捕没有中断，但清政府正常的督

巡渔汛步骤已经遭到外力的扰乱。道光二十一年

（１８４１年），浙江提督余步云上奏禀明：
惟定海北洋每年夏初届至网捕黄渔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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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水、二水、三水之分，计须月余方能竣事。

闽浙两省渔船云集，其中良莠不齐，诚恐就洋

滋事。向例提督亲率兵船弹压保护，以安渔

业。今因逆夷尚未剪灭，防剿尤为紧要。查浙

省海口以镇海为最紧要，而镇海各口以招宝山

为第一扼要。……以奴才正在招宝山屯諸，并

须就赴定海逐加查勘，自应先其所急，难以分

身率兵巡洋，转致顾此失彼。惟三水渔汛又为

沿海小民一年生计攸关，未敢漠视。奴才现委

勇往钤练之温州镇标左营游击包传益，带领舟

师，在于渔船采捕各洋面，往来巡缉，弹压保

护，以安商渔。①

在严峻的海防形势下，渔汛巡防已居于次要位

置，首要之务在于海口重镇添兵架炮，以御外侮，

像由提督亲率舟师的巡防渔汛事宜势必无法如常进

行。嗣定海第一次沦陷之后，浙江提督重在与钦差

大臣、抚臣与镇将商措处置事宜，诸多要务次第举

行。余步云自调任浙江提督之职后，便请旨将原福

建赴浙江的水师官兵继续留浙差委，可见战争期间

诸事繁忙、人员紧缺，工作调度以战事为中

心。［１２］２５５届至定海北洋黄鱼汛之时，浙江提督余步

云本人也正在招宝山屯諸，难以分身。但即便如

此，余步云依旧表示出对定海北洋渔汛极大的关

注，在防守的间隙专门上奏提出委令游击包传益带

领舟师暂行督护。虽然这是一次非常状态下的渔汛

巡洋，巡缉与奏报势必已经受到了干扰，不能如以

往一样合时合制，但督巡渔汛政策在受到外力的扰

乱下总归是艰难地进行着。

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与英人签订 《南京条

约》，规定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

开市。鸦片战争爆发及其之后的五年零六个月内，

定海长期被英人占领。清政府官僚对于沿海洋面的

管理更趋于敏感小心。浙江提督李廷钰曾奏报：“虽

经耆英议定大略章程，但恐有贪利之辈滋生，弊混

滋事，防范攸关紧要。奴才届期日与周文武悉心商

办，镇静弹压，俾华夷相安，庶不致别生枝节。”②

原本统一于清廷整体政策安排下的海洋管理，被外

来势力以强大的武力撕开一个口子。从这以后，极

力促成战后沿海民众的稳定，以及通商口岸内本国

民众与外来英人的相安和谐，就成为清政府治理海

疆的新内容，但依旧不离维护海疆安全的窠臼。在

第一次鸦片战争当中，即便定海两度失陷，浙江提

督忙于战事及处理善后事宜，期间渔汛巡洋的工作

并不曾中断，并且至迟在道光二十三年 （１８４３年）
督巡渔汛政策已经逐渐恢复正轨。待至１８４３年开
春，清廷就已经开始着手准备渔汛巡防事宜，并试

图将新造船只用于督护渔期当中。“转瞬即届渔汛之

期，江浙洋面难保无盗匪乘时伺劫。该督等请先行

制造阔头舢板船十只，以资巡防。著即赶紧加工，

多为制造，必须坚致灵捷，务期于外海内江均堪驾

驶，方能得力。”［１２］２５５战事甫定，为使海疆宁谧清廷

加紧升级了巡防的设备。待渔汛事毕，浙江提督李

廷钰于当年闰七月初七日亲上奏折，奏报渔汛过后

洋面情形。这是鸦片战争过后，浙江提督第一次在

奏报中提及浙洋渔汛时期的海疆巡防状况。③

定海向来被清廷视作宁波的门户。宁波在 《南

京条约》签订后通商开市，自此浙江提督在布置定

海北洋督巡渔汛事宜的同时，还得密切注视宁波通

商之事。虽说中央政府在着手准备按约开放五口通

商之时，着力强调相安协调的原则，但英人在此地

的介入与往来贸易还是触动了清政府官僚颇为敏感

的神经。道光二十四年 （１８４４年），詹功显在督护
渔期启程前的奏报中抱怨 “宁港英夷通商甚属别

扰”④。道光二十七年 （１８４７年），梁胜灏亦在奏报
中提及此事。⑤ 在沿海渔民聚集的渔汛期间频频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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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初三日，浙江提督余步云 《奏为定海北洋将届渔汛现因防夷紧要难以分身委令游击包传益

带领舟师暂护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０３－２９８６－０２０。
道光二十三年闰七月初七日，浙江提督李廷钰 《奏报浙洋现在民夷相安渔汛已毕渐就安静等事》，中国第一历史

档案馆藏，档号：０３－２９９０－００９。
道光二十三年闰七月初七日，浙江提督李廷钰 《奏报浙洋现在民夷相安渔汛已毕渐就安静等事》，中国第一历

史档案馆藏，档号：０３－２９９０－００９。
道光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浙江提督詹功显 《奏报出洋巡护渔期并巡缉洋面查察沿海口岸情形起程日期事》，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０３－２９９１－０１８。
道光二十七年四月初五日，署浙江提督梁胜灏 《奏报渔汛届期循例出洋督护起程日期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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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些外来面孔，让传统的政府官僚颇感不适。在

迅速恢复督巡渔汛政策之后，所谓 “民夷杂处”的

现状成为清政府官僚认知中埋藏于海疆治理的隐患。

这种隐患在于五方杂处导致人心浮动，让原本就存

在跨行政区域渔民聚集现象的定海北洋局势更趋于

复杂化。由于被迫更改旧章准许英人在港口通商贸

易，清廷一直担忧地方民众会因此而惶惑生疑。在

清政府官僚的思维认知中，民心浮动将会招致无赖

之徒伺机散布谣言以乱人心，接着便会有奸小之徒

趁势作乱。① 故而 “舟山甫经收复，安辑抚绥，在

在均关紧要。务须谆饬该员等详慎商办，并明白晓

谕，要在安定海之民心，杜英夷之藉口”［１３］。

除了外力的扰动外，清末兴起的渔团也是清代

海洋治理历程中另一个显著的变化。国内外形势的

剧变让清政府不得不考虑与地方乡绅合作，拟定章

程，力图重新将沿海渔业纳入清政府强有力的管控

当中。这种合作形式即是兴办渔团。渔团可以视为

官方与民间合作成立的对渔民形成管理的渔政管理

机构。渔团兴办期间，督巡渔汛政策随即与渔团组

织相联系，在渔汛到来之际以渔团为单位对渔民进

行监护和稽查。

清廷首次饬令沿海各厅县筹备组织渔团肇始于

光绪十年 （１８８４年），其中浙江地区举办最为得
力。该区采取地方官府与有影响力的地方公所领袖

合作的形式，推举大对渔船帮永安公所的董事华子

清为渔团总督，组织渔民编列保甲与稽查收费事

宜，将渔民统一在渔团的管理之下。但之后由于种

种利益倾轧，渔团筹办屡经兴废，不能长久。至甲

午中日战争之后，清廷再次援引先例督饬沿海各省

督抚筹办渔团，方有较完善的章程条例可供分析与

参考。浙江巡抚廖寿丰于光绪二十四年 （１８９８年）
十二月十六日呈上奏折，奏报浙江地区渔团兴办情

形。廖寿丰深感 “宁温台洋面辽阔，岛屿纷歧，

每届渔汛，渔户连樯出捕，往往奸宄混迹，盗匪伺

劫。而该管文武衙门滥填渔照胥役营兵，资为利

薮，积弊甚深”②，从而力促地方设董选局，筹办

渔团章程。其章程及兴办情形现列举如下：

“凡渔船均于渔汛前编查，以十船为一

牌，每牌立一牌长；十牌为一甲，每甲立一甲

长，俱由董选充督率查验。其零星小帮不满十

船者，或四五舟六七舟为一牌，按船书篷，给

旗烙号，取其互保各结，方准给照出洋?捕，

责令联帮出入，遇有盗劫鸣锣告警，互相接

应。船户舵水人等姓名年貌籍贯一律造册，并

于牌照内分晰填注。如有作奸通匪情弊，同牌

之船报官审实，准以船货给赏。隐匿不报者连

坐，所需牌照盖用地方官印信交董，给拨官督

绅办，不准胥吏经手，营兵需索。所有从前陋

规，概行裁减。……臣复添购浅水小轮，裁改

营船，挑练水师，将宁温台洋面编为南北中三

路，分路派弁管带师船配拨小轮，辅以红单。

扮商各船实力巡护，联络声势，保卫商渔，并

责成管带，超武兵轮水师，既领记名总兵费金

组随时出洋督率，暨水师营务处，副将吴杰会

同稽查，认真缉捕。三年以来，渔汛安谧，洋

面巨匪擒获颇多，盗风衰息。”③

两江总督刘坤一于光绪二十四年 （１８９８年）
十二月初二日上奏，在奏报中描述江省筹办渔团的

具体情形，同样不出廖寿丰所述，大体仍仿照陆地

上保甲成法组织渔团。④ 另直隶总督荣禄于光绪二

十四年 （１８９８年）七月十六日上奏，其在奏折中
更为细致地拟定了兴办渔团的四条办法：损益旧

章、剔厘积弊、明定赏罚、严司稽察户口。⑤ 进行

比对与分析可发现，以渔团的形式来重新组织地方

渔民对督巡渔汛的意义无外乎两点：一是将渔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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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二日，两江总督刘坤一 《奏为遵旨筹办江省渔团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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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六日，直隶总督荣禄 《奏为整顿保甲联络渔团办理情形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

号：０４－０１－０１－１０２４－０７０。



团体的形式来组织，团体内部互相联系，增加渔汛

巡洋的便利性；二是将渔团纳入到打击盗匪的海防

体系当中，发挥渔团自身的力量来实现互相援

救。① 此外对于以往渔业管理中积弊的革新，仍旧

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重申与督饬。

清政府将甲午中日战争中旅顺的失陷归咎于本

国渔船引渡②，深感国家对沿海渔民的掌控大不如

前，于是希冀通过组织渔团重现实现对地方渔民的

控制。在这次貌似渔业管理制度的变革中，清政府

将原有的海洋治理观念作了一次并不成功的移植。

渔团规章和条款因其与巡洋会哨政策、照票政策、

连 互结政策的高度相似，给督巡渔汛带来一个相

差无几的政治环境。另一方面，清末中央政府与地

方精英合作成立渔团，意图在于重新获得对沿海渔

业和渔民的掌控。只是中央政府将地方渔业公所的

领袖人物拉入国家对渔业管理的轨道之中时，也把

地方的争斗与弊端同样牵扯了进来，使得清政府海

洋治理观念的移植面临了更多的挑战，渔团政策也

因此而几经波折，并没有给沿海渔民带来实质性的

优惠与转变。渔团作为新形势下清政府对海洋空间

安全维护的工具，通过它可对沿海渔民达到控制和

约束的目的，在渔汛期间也能快速有效地对渔民身

份进行甄别与排查，切断内外勾结的渠道，将可能

的动乱扼杀在摇篮中。③ 另外，渔团组织自身的力量

同时也被纳入到海防体系当中，实现渔团内部的自

我援救。④

综上所述，所谓 “形变”主要扰动的是：１．
地方长官亲身赴洋的传统；２．巡逻节奏与按期奏
报的惯例；３．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对象范围。督
巡渔汛政策没有在晚清时期随着世界海洋形势的剧

变而得到本质上的变革，其 “形变核不变”的主

要原因在于清政府海洋治理观念的滞后。实际上，

督巡渔汛政策与道光后期以来的变动，不过是清政

府试图再次加强对于海洋空间掌控的一种应然结

果。但随着时段愈往近代，督巡渔汛政策伴随着清

政府对地方事务掌控力的逐渐弱化而变得名存实

亡，“各镇水师亦有巡洋之例，而日久颓废，船既

不精，炮复不用兵丁不习于风涛，将弁深怯乎追

盗，虚行故事，名存实亡”［１４］。海洋治理观念的陈

旧让督巡渔汛政策本身走到了末路，看似严密的巡

洋制度最终也没能拯救帝国的海洋安全，尔后清政

府就开始了其艰难的海防近代化的历程。

三、安民与扰民：督巡渔汛政策的社会影响

清廷本着止盗安民的目的，试图在渔汛期间营

造一个安全宁谧的海洋氛围，客观来说保证了渔民

的正常网捕秩序，并使其免受海盗侵扰。但地方水

师员弁的怠惰与苛索行为，也给沿海渔民的正常网

捕作业造成了不小的困扰。军事化的巡缉与政治化

的程序，让军事压力与政治权力蔓延在浙东海域的

同时，亦滋生出滥用权力的恶果，政策设计原本的

初衷也因此大打折扣。从长远来看，海洋在官僚政府

的认知中仅仅被当做安全维护的边界来加以防范，逐

渐消弭了其本身复杂的意蕴内涵及可能带来的国家发

展机遇，海洋形象在国家视域中不可避免地被异化。

（一）止盗安民之效

定海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不仅拥有丰富

的渔业资源，还是扼守东海门户的重镇。因此，保

护定海地区的治安，使盗匪无所遁形，是浙江提督

的重要责任。每至春夏捕黄渔汛，大量渔民涌入舟

山渔场，巡防职责更重于平时。渔民活动被纳入清

廷统治者的行政关怀之中，浙江提督也自觉将自身

的巡洋工作看作帝国最高领导者施于海疆的恩泽与

圣德，在渔汛前后力图创造海疆宁谧的网捕环境。

第一，当地黄鱼汛到来之前，地方水师的实力

巡缉需让洋面肃清、盗匪匿迹。这一方面是因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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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二三月间风潮顺利，自然条件宜于设法攻击海

盗①；另一方面则是水师官兵力图赶在四方渔民逐

黄鱼之利聚集于定海之前，塑造良好的洋面环境，

可让渔民安心网捕作业，以及利于接下来督巡渔汛

工作的顺利执行。如道光二年 （１８２２年），浙江提
督王德禄注意到该年二月内象山外洋曾有匪船行

劫，即严督舟师分别搜捕。此后陆续拿获盗匪，重

新构建起连接定海、温州、黄岩三镇属洋面的巡逻

队伍，三镇所派各帮兵船均皆联络周密、互通声

气，基本覆盖了浙东海域洋面，在渔汛到来之际给

海盗以震慑。②

第二，在渔汛期间，浙江提督需亲率水师官兵

在浙东南北洋面往来巡缉、弹压保护。如前所述，

浙江提督在渔汛时的巡逻工作与平日巡洋相比更为

细致与重视，保证了渔民在捕捞过程中始终处于官

方水师的严密保护之下，能够心无旁骛地进行网捕

作业，不必担心海盗的侵扰。从这一角度来看，清

政府组织的水师渔汛巡洋有其必要之处。事实上，

中央政府也给了该项工作足够的重视，从而保证了

每年定期的督巡渔汛在道光年间的政策连续性。而

在渔汛巡洋的过程中，浙江提督有时也会顺便组织

营伍阅兵事宜，对所辖各营水师官兵的各项技艺进

行校阅，检查各营装配器械是否坚利及照额配缉，

并且针对阅兵情况当场进行奖惩，以训练和督饬水

师官兵的巡洋能力与巡洋态度。③ 这就为督巡渔汛

的政策落实与收取实效打下了更为牢固的基础。

最后，到了渔汛事毕需督护渔民顺利返回原

籍。渔汛竣事，各地渔船陆续散归。若疏散不善，

则可能为海盗在此时期趁势作乱提供有利条件，所

以水师官兵对此渔民散归之期更加重视。“渔期将

过，渔船正在回籍之侯，巡查更须严密”④，其中

少不了各路水师官兵分别在沿途的巡逻和保护。虽

然此举带有强制意味，意在保证汛期结束采捕洋面

渔船驱留净尽，不允许渔民随意逗留，但督护渔船

顺利回籍客观上也为渔民提供了安全保障，减少盗

乱发生的可能性。这是督巡渔汛工作的最后一步。

清政府组织的渔汛巡洋工作覆盖了渔汛前、渔

汛中和渔汛竣事的全过程，最大限度地为止盗安民

提供了政策和军事上的保障。至少在渔汛期间，可

以看到海洋被纳入中央政府的政治关怀，而不是与

内陆成为两条逐渐疏离的平行线。追求止盗安民也

是该项政策设计的初衷，最终指向为保证帝国的海

疆安全。

（二）苛索乱民之扰

政策的实施在落到实处时往往会偏离政策制定

的初衷，难以收到百分之百的实效。清政府布置起

来的严密的巡防网络系建立在水师官兵实力巡缉的

基础上，但地方员弁的怠惰与松弛会让海疆巡防网

络变得脆弱，效用大打折扣。此外，水师官兵在执

行清政府开放海禁、严格管理的海疆政策时，往往

会产生滥用职权的后果，将严格管理的政策变成向

沿海渔民苛求索贿的工具。渔民正常的网捕活动不仅

面临海盗侵扰的威胁，还会遭受到政府官兵的骚扰。

首先，清政府的巡洋政策过于倚重地方水师官

兵的行事能力与行事态度。对此，闽浙总督孙尔
#

甚至认为 “海洋之靖否全在舟师巡缉之勤惰”⑤。

事实上，几乎从巡洋政策制定的初始，就伴随着对

地方员弁巡洋事务的不断督促与警醒。从康熙直至

道光年间清廷不断颁布各项谕令，集中反映出对地

方官员的规范与告诫，一旦有出离政策之外的行为

导致海洋失事，一律作 “讳盗例”处罚。《大清会

典事例》中详细记载了海上巡洋官兵各项疏漏的

处罚条例与处罚力度，并且这种处罚条例有越到后

期越见频繁的趋势，处罚力度也在逐渐加强。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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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员的怠惰行为屡禁不止，甚至有水师员弁雇

佣普通民众来应付上级的点名查验，以此逃避出海

巡洋的职责。① 这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海上巡洋工作

面临的种种困境。虽说渔汛期间，有浙江提督亲身

赴洋带头督促，但是提督的督饬更像是例行公事般

的行为。实际上，早在雍正七年 （１７２９年）就议
准，“每年沿海各汛，出巡之后，督抚不时密加体

访，倘遇失事，文武官弁如有恐吓贿嘱、不行通报

情弊，该督抚访实题参，照讳盗例议处”［１５］１２７。但

这种督抚的 “密加体访”体现出随机性与任意性，

完全取赖于地方官员的政治自觉与行政能力。若遇

有地方官不肯认真查办，而不肖员弁吏胥等甚或利

其厚贿，督抚等又以处分较重加以回护，止将盗犯

按律究治，却对违例员弁加以轻纵［１５］７６９，则政策

执行的漏洞就得不到应有的填补与改善，巡洋事务

亦难形成较为合理的监督体制。

其次，水师官兵藉端需索、故意留难的行为，

更是对沿海民众的直接骚扰。没有完善的监督体制

的制约，这种僭越职权与谕令的行为就会寄生在海

疆治理政策的落实过程之中。虽然地方巡缉的弊病

与疏漏早已为中央政府所察觉，但有时水师官员甚

至与海盗互为勾结、共同分赃，这给海疆治理带来

更大的麻烦和漏洞。官盗沆瀣一气让巡洋政策形同

虚设，虽经中央政府反复申饬，至道光年间此种风

气仍未收敛。针对地方水师员弁疏于职责以及贪婪

索贿的行径，沿海渔民甚至有渔歌加以传唱：“懒

惰巡洋，燥搁涂场；吃吃逛逛，猪猡一样。东抢西

劫，惯偷婆娘；太平吃皇粮，扰乱勿管账”［１６］。这

首渔歌集中反映了巡洋官员的种种劣迹和渔民对其

的厌恶与反感。中央政府的政策设计因为缺少监督

体制的辅助，从中央到地方的实施过程中偏离了政

策制定的初衷，反而造成对渔民生产生活的侵扰，

也对海疆安全形成威胁。

清政府的督巡渔汛政策以遏制盗匪、安定民心

为直接目的，力图以此保障海疆的安全，但政策从

制定到落实的过程中，因为缺乏相辅助的监督机

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偏差。中央官僚每每面对政

策实施的偏差都会绷紧敏感的神经，在他们看来，

原有的政策力度仍然不够强大，不够保证一个安全

无虞的海疆。所以，在每一次意识到海防政策偏离

预定的轨道时，他们就重新督饬行政的力度，以更

高的标准来对待海防，无论是对地方官兵的要求还

是对民众的监督，甚至超过了政策制定的初始所想

要达到的效果。实际上，直至道光年间，清政府的

海防力度已然十分严密，监督的意味逐渐胜过了巡

护的要求。

（三）海洋异化之忧

基于国家视域的海洋而言，督巡渔汛政策对渔

民的管控显示这一时期的海洋形象越来越带有异化

的色彩。这种 “异化”指的是伴随着中央政府政治

压力向海洋空间的渗透，海洋空间的内涵被人为地

限制与固定了，体现在海洋不是向外进发和扩张的

平台与通道，而越来越成为对内包裹大陆的屏障。

拿西方学者的困惑来说，“中国后来在造船和航海技

术的发展，使我们遇到一件长期存在的怪事 （按欧

洲的标准），中国人在１５世纪初已具有向海洋扩张
的能力，但它却没有去进行扩张”［１７］１５。这至少说明

海洋空间在清廷的管理模式下与西方相比走出了相

异的路径，对单一安全需求层次的追求让海洋形象

在国家政治中处于尴尬的位置，其带来的海洋与国

家之间的深层次影响与发展路径，为之后很长一段

时期的国家海洋治理的处境埋下了历史的隐线。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渔汛活动为我们考量清政

府的海洋治理提供了绝佳的展示平台。渔汛巡洋可

以视作国家主动治理下的清代渔业的一幅全景，是

以督巡渔汛政策为总领、各项基本海洋治理政策互

相配合的一次集中展示。清廷与海洋在这种全景式

的描绘与分析中，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牵绊与关联。

而体现和反馈督巡渔汛过程和成果的定期奏报，将

其排列起来就反映出政府官僚对于海洋的认知。这

是基于当时时代背景的 “历史意见”［１８］。对于这种

“历史意见”的分析，可以得出两点认识：

一方面，长期以来，历史学界关于中国海洋历

史的认识集中为一点：虽然中国的海洋与中国的内

陆有着几乎同样悠久的历史，但海洋长期处于中国

历史的次要位置，被视作农业社会经济 “大传统”

下的一个 “小传统”［１９］。不同于以往学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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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认知，笔者认为清政府对海洋并非持续抱有漠视

的态度，相反清时期的海洋在渔汛期间已然进入到

中央政府的主流治理视野当中，这一点可以从上文

对清廷督巡渔汛政策以及其他海洋治理政策的分析

中得到验证。

另一方面，清政府对于海洋的积极主动的管理

异化了海洋的重要战略内涵，海洋以一种偏离其本

身复杂属性与重要作用的形象出现在中央政府的施

政视域中。对海洋的关注反而没有让其发挥应有的

功能与效用，使得海洋空间依旧没有被真正纳入到

清政府的主流发展战略当中，海洋所承担的国家任

务和职责远远与内陆处于两个不同的层级。陆地作

为国家治下社会群体生存的主要空间，对陆地空间

的开发、挖掘与内涵赋予了深刻的政治意义、社会

意义与人为化的改造；而海洋仅仅被看作帝国安全

的屏障，来获取国家官僚治理思维中利益的最大

化，正如费正清所说那样 “海洋意味着给他们添

麻烦的问题，而不是发展的机会”［１７］１８。在这种思

维意识下，仅仅要求对于海洋安全的维护便为国家

带来了利益，可见对于海洋的社会认知在渗透到中

央政府层面时就遭到了错位与扭曲。

四、结语

渔汛巡洋集中展示了清代对海洋管控的强大政

治压力，在追捕海盗的同时也严格限制了渔民的生

产、生活活动。中央与地方官民对于海洋安全的维

护时刻处于谨慎的状态，而渔汛被作为一个特殊时

期在官僚的主观意愿中企图使其速战速决地平稳度

过。以军事化的巡洋政策来管理渔汛这一经济活

动，使得海洋被赋予的功能没有在国家发展中发挥

应有的作用。事实上，沿海渔业经济在清代从来没

有得到质的飞跃与提高。

在清政府的思维认知中，海洋代表着不确定的

因素，无论是出洋的本国渔民，横行海上的盗贼，

还是自远洋而来的英人，都是威胁清政府统治的隐

患。渔汛的来临散发出危险的讯号、海洋环境的不

确定性，在这个非常时期就成为考验其均衡 “防

民”与 “安民”执政手腕的场地，由此也推演出

成熟的督巡渔汛政策，而海洋观念的错位则限制了

整个国家向海洋探索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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